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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上国家法律权利的生成途径最主要是立法，但是应当认识到，权利的生成不仅以立法机关制定法律

规范为基础，从法理学与权力理论的交叉视角审视下，司法场域构成了权力生成及演化进程中不容忽视

的关键节点。在当代司法改革进程中，司法造法作为法律适用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方式，其理论与实践受

到案例公开程度的深刻影响。随着最高人民法院推动裁判文书全面公开、强化指导性案例制度，司法活

动的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显著提升，但案例公开与司法造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尚未得到系统性研究。研究

发现，案例公开通过提升司法论证透明度、促进类案参照统一性，为司法造法提供了正当性支撑；但当

前存在公开标准模糊、技术工具滞后、法官释法能力不足等瓶颈，导致部分案例的规则创制功能受限。

结论表明，需构建“分类公开 + 动态评估”机制，强化技术赋能下的案例检索与知识共享，并通过法官

职业培训优化释法技术。本文主张，司法造法的规范化路径应兼顾制度约束与创新激励，在保障法律安

定性的同时，回应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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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legislation remains the primary pathway for rights formation in national legal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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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prudential analysis from the intersection of legal theory and power dynamics reveals that the 
judicial domain constitutes a critical nexus in the evolution of rights. Contemporary judicial reforms 
highlight judicial lawmaking as a vital mechanism for legal appl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ough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ly constrained by the accessibility of case 
information. Despite enhanced transparency and public engagement through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s initiatives on comprehensive judgment disclosure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guiding case 
system, the interplay between case disclosure and judicial lawmaking remains understudied.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ase disclosure reinforces the legitimacy of judicial lawmaking by improving 
the transparency of judicial reasoning and promoting consistency in analogous case referencing. How-
ever, systemic constraints—including ambiguous disclosure criteria, technological inadequacies in 
data processing, and deficiencies in judges’ interpretive capabilities—currently limit the normative-
creative function of judicial decisions. The conclusion indicat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las-
sified disclosure +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case management, enhance AI-driven case re-
trieval and knowledge-sharing platforms, and optimize hermeneutic techniques through judicial train-
ing program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judicial lawmaking should balance nor-
mative constraints with innovation incentives, ensuring legal stability while addressing the complex 
governance demands of the dig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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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社会公众群体对于司法程序透明化的需求呈现显著提升态势，具体表现为对

法庭审判过程公开化的关注度持续增强，同时对于司法裁判结果信息的披露诉求亦保持同步增长趋势。

作为司法公开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裁判文书公开机制自实施以来已形成制度化实践，长期处于社会监

督视野之中，并成为司法机关落实程序正义的重要制度性安排[1]。以 2013 年 6 月 28 日为起点，最高人

民法院首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布了 50 份生效的裁判文书，标志着“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成为

公布法院生效文书的官方通道，同年的 7 月 1 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2013 年 11 月，最高人民

法院公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规定除了依法不公开的文书，其余文书应当

全部上网公开，确立了以“网上公开为原则”的理念[2]。自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线以来，民众为了查询已

发布文书而上线访问的点击量已过千亿。但是近年来，中国裁判文书网发布的生效文书上网数量，数据

明显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13~2024 年民事裁判文书总量，如图 1，和刑事裁判文书总量，如图 2，的统

计图可知，民事裁判文书发布的总量显著超过刑事裁判文书的数量。2013 年到 2020 年期间，文书公布数

量总体持续增长的走势，尤其是 2013 年到 2019 年，说是爆发式增长也不为过，2020 年与 2019 年数据

持平，但整体处于高位状态。自 2021 年以来，文书公布的数量出现衰减的趋势，明显下降，平均每年下

降率约为 37%左右。研究 2024 最新的文书公开数量，约为 2020 年文书发布数量的 1/2 年。并且有研究

表明，即便是 2019 和 2020 年文书上网数量最多的一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于网络空间的公开实践，与

全方位、无死角的理想公开范式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尚未充分契合全面上网公开的严格标准与深度

要求[3]。目前学界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研究裁判文书是否应该全部上网，以及我国是否存在司法造法的实

践。本文以“案例是否公开”为切入点，聚焦以下核心问题：案例公开如何影响司法造法的正当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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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效能？ 
 

 
Figure 1. Number of civil documents 
图 1. 民事文书数量 

 

 
Figure 2. Number of criminal documents 
图 2. 刑事文书数量 

 
本文伊始，讨论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与司法造法的关联性，尤其是文书全部上网要求和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案例的定位。接着立足司法造法所依赖的法理逻辑而展开讨论，将“司法造法”归纳

为三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分别梳理模式的特性与效能，并且进行一个优劣的评价，关注我国司法造法的

理论与实践，分析我国是否存在司法造法的现象。从理论层面厘清中国语境下司法造法的内涵与边界，

从实践层面揭示案例公开制度对法律统一、司法公信力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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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法公开对造法功能的理论支撑 

2.1. 案例公开与司法造法的关联性 

公开案例如何影响法律规则的生成与统一适用案例公开与司法造法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开

案例对于法律规则的生成与统一适用意义深远，在整个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进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4]。首先，为司法造法供给原始素材。对于判例法国家的法律体系而言，裁判文书公开具备“立法公开”

的特殊意涵。法律规则以裁判为依托，公开裁判文书便意味着公开法律规范。每一份裁判皆可视作“潜在

的先例”，全面公开裁判文书为“先例民主化”搭建了广阔的讨论平台，极大地促进了先例的筛选与确立。

在新兴的法律领域或交叉法律地带，公开的裁判文书成为法官探寻规则的关键来源。即便某些裁判意见不

具有法律拘束力，却依然拥有一定的说服力，对后续同类案件的判决产生影响，进而推动新的法律规则的

诞生[5]。其二，推动法律规则的创新生成。公开案例中呈现的特殊情形和全新问题，为法官突破既定规则、

创设新规则提供了契机。伴随社会的持续发展，各种新型纠纷层出不穷，公开案例能够及时反映这些变化，

为司法造法指引方向。以新型网络纠纷为例，例如“知假买假”“职业打假”。当现有的法律规则难以适

用时，法官会依据案件事实和法律原则积极探索新的规则，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进一步丰富法律体系

的内涵。其三，助力法律规则的统一适用。在成文法国家，尽管裁判文书不具备法源地位，然而公开的判

例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意义重大。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可参考公开案例的法律适用方式和裁判思路，有

效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我国的裁判文书网汇聚了海量案例，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能够从中获

取参考依据，确保裁判结果的一致性，从而推动法律规则的统一适用[6]。 
其四，促进法律共同体的交流互动。案例公开为法官、学者、律师等法律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分析和

讨论的平台。在交流过程中，不同的观点相互碰撞，有助于形成对法律规则的共识，增进对法律规则的

统一理解和适用。针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法律问题，通过对公开案例的深入研讨，法律共同体成员能够达

成一致意见，推动法律规则在实践中的准确应用，提升司法的公信力[7]。 

2.2. 案例公开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案例公开具备的法源功能，例如美国的全面上网模式，强调裁判文书的法源功能。裁判文书不仅是

司法公开的要求，还具有“立法公开”的意义。通过全面公开裁判文书，公众和律师可以更好地理解法

律的适用规则，预测法院的裁判倾向，增强法律的可预测性。在我国的经典表现，便是指导性案例的示

范作用。案例指导制度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能够对类似案件的裁判提供参考，帮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

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和公开，使得法官在处理相同或相似法律问题时，能够参照已有

的裁判思路和标准，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法官在处理疑难复杂案件时，往往需要通过法律解释和法

律续造来填补法律漏洞。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和公开，为法官提供了法律解释和续造的参考依据，帮助他

们在处理类似案件时更好地适用法律。例如德国的文书上网模式，强调裁判文书的示范功能。通过选择

性公开具有典型意义的裁判文书，法院可以为下级法院和公众提供法律适用的示范，促进法律适用的统

一。 

2.3. 公开倒逼裁判说理质量的提升 

裁判文书的公开使得公众的知情权得以落实，能够了解法院的裁判逻辑和审理思路，从而更好地理

解法律的适用。这种公开不仅有助于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也使得法律适用更加透明和可预测。裁判文书

的公开是司法透明的重要体现。通过公开裁判文书，法院可以展示其裁判过程和理由，增强公众对司法

公正的信任。这种透明性不仅有助于提升司法公信力，也使得法律适用更加公开和公正。例如韩国的全

面上网模式，强调裁判文书的监督功能。通过公开裁判文书，公众和媒体可以对法院的裁判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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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逼法院通过详细的论证说理，阐明为何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进行权利续造[8]。 
案例公开作为司法透明的载体，通过提供法律适用的参考、增强法律的可预测性、促进法律解释和

法律续造、提升司法透明和公信力，以及推动法学研究和法律发展，有效地促进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公正性和适应性。 

3. 理论溯源：司法造法的内涵与中国化路径 

3.1. 司法造法的概念辨析 

首先，何谓造法？在法学的深邃视域中，法绝非单纯由人力塑造的简单产物，其本质深深交织着复

杂且多元的哲学思考与论辩。回溯法的起源，它是为契合人类群体维系稳定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伴随

着国家的诞生而逐步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自法学学科诞生以来，围绕法的本质属性，学界始终存在着

激烈的理论争鸣，其中“法究竟是源于自然的客观存在，还是人为构建的产物”以及“法是被人类发现

的既定规则，抑或是人类创造的全新秩序”成为核心争议焦点。在法的定义层面，从外在表现形式审视，

法无疑是经由人类制定并颁布实施的，这赋予了法鲜明的“人为构建”特征。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

典》、古印度的《摩奴法典》以及古代中国的《法经》，皆是这一属性的典型例证。然而，深入探究法的

实质内容会发现，其中蕴含着超越人类主观意志的客观要素。自然法学派秉持的观点认为，自然法是一

种反映自然和谐秩序、体现个人本性与普遍人性相统一的价值准则体系，它构成了评判人定法合理与否

的根本尺度。法的内在精神与运行规律具有客观实在性，人类在制定法律时，理应遵循这些客观规律，

以实现公平、正义等崇高价值追求。由此可见，法兼具基于人类社会构建的社会属性，以及源于客观规

律的自然属性[9]。 
就造法的内涵而言，造法并非一种纯粹凭借人类主观臆想的创造性活动，无法完全由人的主观意愿

随意左右。确切地说，造法是人类在不断探索、发现法的客观规律与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理

性“构建”行为。清晰界定造法的概念范畴，明确造法权力的归属主体，对于深入研究科学合理的造法

路径，进而完善法律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现代民主制度框架下的国家，造法主要存在立法者造

法和司法者造法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各具独特的运行机制与实践效能，在优势与局限方面相互补充，

共同作用于法律体系的构建、发展与完善，深刻影响着整个法律秩序的稳定与运行[10]。 
在法学理论与实践的架构中，司法者造法是一项极具专业性与独特性的法律活动。它指司法人员在

具体案件的审判进程里，基于个案的特殊情境与事实细节，创设适用于该特定案件法律规范的行为。在

现代民主制的法治语境下，司法者造法与立法者造法形成鲜明对照，其属于典型的“事后造法”模式。

这一模式聚焦于个案的具体情形，旨在实现法律适用的精准性与灵活性，使法律能够更为妥当地回应个

案中的复杂法律关系与事实情节。然而，司法者造法的主体特性决定了其易受诸多主观因素的干扰。由

于司法者造法本质上属于个体性或少数个体参与的造法活动，即便在合议庭审的制度设计下，其造法行

为仍主要由少数司法人员主导。因此，法官个人的认知偏见、情感倾向、专业能力以及价值偏好等因素，

均可能对造法过程产生影响，进而左右最终的法律适用与裁判结果。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司

法者造法占据基础性地位，构成其法律生成与演进的核心机制。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法官在长

期的案件审理实践中对法律原则和规则的“发现”，并通过一系列判决不断重述与强化这些规则，“遵

从前例”成为维系法律稳定性与连贯性的重要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原则并非要求法官机械地恪

守单一判例，而是允许法官在综合考量案件的相似性、社会发展需求以及司法公正目标的基础上，灵活

运用“遵从前例”原则，通过对先例的审慎解读与合理区分，推动法律在动态发展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

平衡。反观大陆法系国家，传统上以制定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石，法官造法长期处于被抑制的状态。但

随着社会的持续变迁与法律实践的日益复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开始以解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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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填补法律漏洞等方式，悄然参与到法律的创制过程中。在个案的裁判中，法官通过对法律的深度

阐释与具体适用，实际上发挥了补充和发展法律的功能，为大陆法系法律体系的动态完善注入了新的活

力[11]。 

3.2. 我国是否存在司法造法现象 

那么在我国，成文法体系下，是否存在司法造法？中国司法造法的理论争议分为肯定说与否定说。

支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实质创制规则，是司法造法的体现。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法官仅能“释法”而非“造法”。在中国的法治语境中，司法

造法现象客观存在，其在理论研讨与司法实践中均有迹可循。然而，与英美法系典型的法官造法模式相

比，中国的司法造法具有自身独特性，并且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着诸多因素的限制与挑战。回顾中国法制

历史，司法造法的影子早已有之。自夏王朝伊始，判例法便在司法活动中占据一席之地，发挥着独特作

用。汉朝的“决事比”、唐朝的《法例》以及宋朝的官方判例汇编等，这些历史上的判例在司法实践中作

为法律的补充形式，参与具体案件的裁决。它们不仅为解决实际法律问题提供了依据，还蕴含着一定的

造法性质，充分体现了司法造法在古代中国的存在价值，构成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见

证了司法造法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传承与发展。在当代司法实践领域，部分法院积极探索，展现出司法

造法的实践尝试。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试行的“先例判决制度”颇具代表性，经过特定程序确

认的“先例判决”对后续法官审判具有拘束力[12]。这一制度借鉴了英美法系判例法的经验，赋予法官在

一定程度上创设法律规则的职能。此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贾国宇被卡氏炉烧伤案，开创性

地以判例形式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地位；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齐玉荃案，则开启了宪法条

文进入诉讼程序的先河。这些典型案例表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深入分析和法律原则

的运用，创造了新的法律规则，推动了法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最高人民法院所拥有的司法解释权在一

定程度上具备司法造法的属性[13]。尽管司法解释的初衷是保障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中的统一适用，但部

分司法解释超越了对具体法律条文的简单解释范畴，具有抽象性和普遍的法律效力，涉足规则创制领域，

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司法权与立法权的界限。以民事侵权案件中“共同危险行为认定原则”的确立为例，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先于立法将该原则确定下来，之后被《侵权责任法》所吸纳，这一过程充分彰

显了司法解释在法律规则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造法功能。 

4. 现实图景：案例公开制度的实践与困境 

4.1. 案例援引率的实证分析 

4.1.1. 指导案例援引率 
指导案例的年度援引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 214 件(截至 2023 年 12 月)裁判文书明确

援引比例：民事类 38.7%、行政类 26.3%、刑事类 12.1%隐性参照率(经文本相似度分析)：整体达 54.6%1。

长三角地区法院援引率 38.6% vs 西部地区 19.3%2。以上数据说明我国民事类案件法官援引指导案例进

行释法的比例更大，经济的发展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官对案例的适用。 

4.1.2. 公开案例形成的“事实规则” 
司法裁判如何通过典型案例累积形成事实上的裁判规则，同时反映了法律适用与社会治理需求的动

态调适过程。例如法院对“知假买假”的审理态度的阶段性变迁。1993~2013 年是法院初始支持知假买假

行为的，在此期间，审理了以王海打假为典型的一系列案件，都是主张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1参见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网址：https://home.pkulaw.com/。 
2数据来源：国家法官学院 2022 年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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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支持双倍赔偿，其中蕴含的司法逻辑是侧重打击制假售假，认可职业打假人的社会监督功能。第二个

阶段是 2014~2016 年的限制性适用时期。最高人民法院 23 号指导案例，明确食品领域“知假买假”仍可

主张赔偿，但是运用了限缩解释的方法，将适用范围限定于食品药品等特殊领域。 
法院的判决结果，产生了类型化处理机制的结果，食品药品领域支持率保 78.6% (2022 年抽样数据)

普通商品领域驳回率升至 92.3% (同周期数据)。通过公开案例群构建类型化裁判规则，引导“造法型”权

利的生成。 

4.2. 案例公开制度的困境 

4.2.1. 技术障碍：检索系统智能化不足 
首先是检索顺序与范围的局限性。以往的类案检索体系中，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依据《类案检索指导意见》，参考案例在检索范围里处于较靠后的位置，其“效力”属性也模糊不

清，这无疑降低了检索的效率与精准程度。尽管《案例库工作规程》对检索顺序进行了调整，但为充分

发挥参考案例的价值，仍需持续优化[14]。其次是筛选机制的缺失。无论是指导性案例，还是其他案例，

在筛选时都缺少统一且科学的标准与流程。指导性案例的编选耗时久、数量有限，而其他案例在编写和

审核时标准与程序各异，致使案例质量良莠不齐。这不仅削弱了检索系统中案例的权威性，还降低了其

参考价值，难以契合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最后关键词标签与裁判规则提炼的不足。案例数据库在关键

词标签的设定以及裁判规则的提炼方面存在短板。由于缺乏成熟的技术与方法，难以精准设定关键词标

签，也无法高效地从案例中提炼出裁判规则。这使得法官在检索案例时，难以迅速、准确地找到所需信

息，无法充分借助案例资源提高裁判质量[2]。 

4.2.2. 效力模糊：普通公开案例的参考价值缺乏制度保障 
在我国司法实践进程中，普通公开案例的参考效力长期处于不明晰的状态，由于其法律地位未得到

明确界定，相关制度保障也有所缺失，致使司法造法功能难以充分施展。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

指导工作的规定》，指导性案例具备“应当参照”的效力，然而普通公开案例，像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

例、典型案例以及各地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等，其效力始终缺乏确切的规范支撑。尽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法官在特定案件中要检索类案并阐述理由，但

该规定仅仅把普通案例的参考价值定位为“辅助性功能”，既没有赋予其强制约束力，也未明确法官不

参照普通案例时应承担的程序性后果。 
这种制度设计的模糊性，使得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选择性参照”的情况。在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内，

法官既可能凭借专业判断主动引用普通案例，以此强化裁判的说理性；也可能由于缺乏强制约束，而忽

视普通案例的参考价值，甚至因为司法责任制带来的压力，刻意回避对普通案例的援引。 
普通公开案例效力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方面，同案不同判的风险显著增加。普通案例

虽然是经过法院系统筛选后予以公开的，但因其效力未被制度化，不同法院在处理同类案件时，可能会

作出截然不同的认定，进而对司法统一性造成冲击。以“职业打假人”是否受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一争议

为例，各地法院针对类似事实的裁判标准长期存在差异，而公开案例未能有效发挥参考作用，消除这些

分歧。 

5. 以案例公开促进司法造法的路径优化 

5.1. 制度层面：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准司法解释”地位 

从司法实践与理论构建的维度来看，指导性案例宜被赋予类同于准司法解释的特殊地位。在司法裁

判活动中，其应当具备可在裁判文书中予以援引，并作为裁判关键依据的效力。为进一步明晰指导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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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法律效力，可以借助立法举措或者颁布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权威且明确的界定。 
明确指导性案例对下级法院所具有的约束效力是至关重要的，应当在相关规范中明确规定，当下级

法院在审理与之类似的案件时，“必须参照”指导性案例，而非仅作“选择性参照”。这一规定将切实强

化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务中的实际约束效能，确保司法裁判尺度的相对统一。 
在指导性案例的生成环节，案例筛选程序的严格性是保障其质量的关键。筛选过程必须遵循一套严

谨、科学的程序，以保证所选定的案例具备典型性、代表性，以及在法律适用方面能够发挥显著的指导

价值。为达成这一目标，可考虑设立专业化的案例筛选委员会，凭借其专业的评判与审核，从源头把控

案例的质量，维护其权威性。 
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我国司法体系的顶端，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旨在保障下级法院在

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能够准确、恰当地适用指导性案例。在监督方式上，可以采取定期检查、开展案例

评查等多元化手段，对指导性案例在各级法院的适用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监督。对于那些未参照指导

性案例，或者错误适用指导性案例而作出的裁判结果，应当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诸如将案件发回

原审法院重新审理，或者直接进行改判。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增强指导性案例在整个司法系统中

的约束力，促进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协同发展。 

5.2. 技术层面：构建智能化案例数据库 

在司法实践与理论构建的进程中，指导性案例的筛选工作应遵循一套严谨、规范的程序，以此确保

所筛选出的案例具备典型性、代表性，并在法律适用方面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为实现这一目标，可考

虑设立专业的案例筛选委员会。以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进行统一审核把关的实践为

例，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有效保障案例的质量与权威性，进而为后续的关键词标签设定以及裁判规则提炼

提供高质量的样本资源。 
《案例库工作规程》的施行，在“应当参照”的案例范围方面进行了拓展，将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参

考案例纳入其中。在案例数据库的架构下，需进一步明确指导性案例与参考案例的效力层级。通常而言，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高于参考案例，通过合理调整类案检索顺序，提升参考案例的地位，有助于实现更为

精准的案例检索，为裁判规则的提炼创造有利条件。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案例数据库应被赋予强大的检索功能，使法官能够迅速定位到所需案例。

案例检索范围应涵盖多种类型的案例，除指导性案例外，优先检索近三年的案例，一旦检索到类案，可

停止后续检索，以此提高检索效率。在检索过程中，利用案例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相似性分析技术，深

入挖掘潜在的裁判规则，为司法裁判提供更为丰富的参考依据。 
对案例库中的数据进行整合，涵盖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例。运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对

这些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案例之间的共性与差异，为关键词标签的优化以及裁判规则的提炼提供有

力的数据支持。通过对裁判文书各要素的关联分析，探寻法律适用的内在规律和裁判思路，进而形成具

有普适性的裁判规则，推动司法实践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发展。 

6. 结论 

中国司法造法具有“成文法约束下的有限创造性”特征，案例公开是其实现的重要条件。需通过制

度完善与技术赋能，使案例公开成为法律统一适用与规则演进的核心枢纽。本研究以“案例是否公开”

为切入点，系统探讨司法造法的理论与实践，揭示案例公开通过供给规则素材、促进类案统一、倒逼裁

判说理等机制，为中国司法造法提供正当性支撑，其核心特征是“成文法约束下的有限创造性”，既区

别于英美判例法传统，也不同于大陆法系严格制定法框架，强调在既有法律体系内通过案例公开实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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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发现与续造。研究发现，当前案例公开制度存在公开标准模糊、技术工具滞后、法官释法能力不足等

瓶颈，导致普通案例参考效力不明确、检索系统智能化欠缺、规则创制功能受限，尤其在“知假买假”等

新型纠纷中，案例公开对法律适用统一性的促进作用仍有提升空间。对此，研究提出“分类公开 + 动态

评估”机制，主张明确指导性案例“准司法解释”地位，构建 AI 驱动的智能化案例数据库，强化裁判规

则自动提取与类案检索功能，并通过法官职业培训优化释法技术，平衡法律安定性与社会治理创新需求。

研究同时指出，未来可深化区域实证分析、引入跨学科视角及比较法研究，进一步完善案例公开与司法

造法的互动逻辑，为数字时代司法公开与规则演进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推动中国司法

在成文法框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更好回应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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